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 84-103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http://www.jnr.ac.cn
DOI: 10.31497/zrzyxb.20240105

区位导向性政策能否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以山西“综改区”设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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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评价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是衡量国家区位导向性政策实施成效的重要途径，也是

“双碳”目标下研究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对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综改区”）的评价更具有典型意义。选取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样本数

据，将“综改区”包含的10个城市视作处理组，其余103个城市视作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

系统评估了“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综改区”设立推

动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2）“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再

促进的阶段性特征；（3）“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和提升创新能力来推动资源

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4）通过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门槛效应，

进一步解释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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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或正在面临的

问题[1]。中国正处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双碳”目标下，实

现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当务之急[2]。鉴于转型活动的复杂性，单纯仰仗市场本

身难以完成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3,4]。区位导

向性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实现不同区位间资源再配置[5]，主要针对特定的区域，尤

其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弱势地区[6]。从理论上来看，区位导向性政策包括效率和公平两个

维度，从集聚外部性、劳动力市场摩擦和空间相关效应等方面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合理

性提供支持[7]。国内外众多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国家优化区域空间格

局、强化区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8]。

2010年12月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设立，旨在探索资

源型城市摆脱“资源陷阱”、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在“综改区”设立的影响下，资

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提高地区人均GDP与就业率[9]，减少城市污染物

和二氧化碳排放，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等。但也有研究[10]发现，近年来资源型城市的

整体发展水平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差距并未缩小。因此，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综改

区”设立能否促进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陷阱”？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是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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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而准确评估区位

导向性政策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施成效，并为区位导向性政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推广

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期以来，随着对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资源型城市的演化存在阶段性

特征这一事实已达成了共识。贾敬敦[11]将资源型城市的演化历程划分为兴起期、繁荣

期、衰退期（新生期）三个阶段，其中能否进入新生期是判断资源型城市是否转型成功

的重要依据，因而引发了学术界对其转型过程的关注。李汝资等[12]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

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有先后主次之分，应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赵洋[13]进一步将资源

型城市转型划分为未转型阶段、初级转型阶段、中级转型阶段、高级转型阶段以及转型

成功阶段。针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绿色转型发展测度和作

用机制等。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14,15]和选取宏观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16,17]作

为绿色转型发展综合评价指标来衡量绿色转型发展水平。关于绿色转型发展的机制，学

术界主要从产业转型[18,19]、科技创新[20,21]、人力资本[22]等视角展开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从

制度缺失[23]和政策支持[24]角度提出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建议。张国兴等[25]认为

缺少全面系统的转型方案以及制度的缺失是资源型城市难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孙天阳等[26]提出中央政府应继续落实资源型城市帮扶政策，建立提高市场化程度、

发展替代产业等长效机制，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随着国家相关区位导向性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大量学者开始对该类型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郭淑芬等[27]分析了区

位导向性政策对山西产业转型的影响。孙久文等 [28]评估了东北振兴政策的经济成效。

Zhang等[29]、Li等[30]分别探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对资源型城市碳减排、产业转型等方

面的影响。

现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见解，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现

有研究缺乏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定量研究。尽管也有少数学者通过衡量绿色转型效

率来分析转型效果，但其主要研究对象多为特定区域[31]、城市群或省份，无法反映中国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整体进程。如何全面、多元化地测度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水

平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其次，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区域发展的特定角度评价区位

导向性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7]、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32]、带动高质

量就业、推动经济增长[7]、减排降碳[33]等。在“双碳”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重要方向，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何激励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发展的研究尚有不足。此外，在已有针对区位导向性政策影响绿色转型发展的研究中，

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略显不足，并且对在区位导向性政策影响下资源型

城市绿色转型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基于此，本文以“综改区”设立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区位导向性政策对资

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检验在该政策实施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阶段以及作用

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1）通过构造包含非期望产出的Global Malmquist-Luen-

berger指数（GML）对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为评价资源

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思路。（2）将“综改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

重差分模型从绿色转型发展的视角评估“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效果，进一步

完善现有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促进绿色转型发展的有效性评价研究。（3）以往研究多关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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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型城市的演化过程，忽略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阶段，本文旨在通过扩展对资源型

城市绿色转型发展阶段的研究，分析在区位导向性政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实现绿色转型的

动态过程。（4）从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两个方面，分析“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

转型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并进一步探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阶段的成因，以

助于为资源型城市制定更加完善的绿色转型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1 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设

1.1 政策背景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资源型城市通过发展资源型产业推动了本地区

经济增长。但随着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依靠资源型产业支持经

济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其区域经济增长放缓、地区竞争力下降。基于此，国家在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框架下，针对欠发达地区制定了相关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东北振

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

2010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综改区”作为中国唯一一个面向资源型城市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肩负

着破解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与科技创新步伐，并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可复制推广经验的重大使命。随着《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批复》

（2010年），《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2012年），以及《国

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2017年）三份

重要文件的陆续出台，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图1）。

1.2 理论假设

1.2.1“综改区”设立与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与其他试验区相比，“综改区”的特别之处在于改革范围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复杂

的综合改革，改革驱动力也由中央政策支持转向地方制度自主创新[34]。其中“先试、先

行”的制度创新赋予了地方政府极大的自主权，有利于试验区打破生产要素的流动壁

垒，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试验区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与此同

时，根据资源型城市演化理论[11]，资源型城市必须在资源耗竭前恢复内生发展能力，进

入新生期实现城市绿色发展。然而，恢复内生发展能力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知识资

本、制度资本等无形资本以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资源型城市进入新生期的关键与

“综改区”设立的目标相一致。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综改区”设立能够推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

1.2.2“综改区”设立与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阶段

已有文献表明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存在着先后主次之分，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13,35]。

但在区位导向性政策作用下，资源型城市转型阶段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政策实施成

效对政策实施投入具有滞后效应。在政策实施初期，由于政策在颁布之后需要沿着政策

路径传导，并给予政策受体一段时间去调整和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导致政策从实施到产

生作用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36]。具体而言，在政策实施初期，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生

态环境等仍处于改善阶段，相关政策、配套设施尚未落实，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

86



1期 刘秀丽 等：区位导向性政策能否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展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随着相关政策与配套设施的落实，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生态

环境等日趋优化，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政策实施效果逐

渐显现。因此，“综改区”设立使得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先抑制再促进的阶段性

特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综改区”设立使得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先抑制再促进的阶段性

特征。

1.2.3“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

关于“综改区”设立如何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两

个方面：

第一，“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改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带动其绿色转型发展。一方

面，由于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存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对其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往往依赖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资源高收益的刺激下，各

类生产要素会向资源型部门流动，进一步促进资源型产业发展，产生“粘滞效应”，陷入

资源优势陷阱，导致资源型经济自强机制的产生[37]。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势必会引发本地

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阻碍本地区实现绿色发展。因此，通过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

减弱资源型产业依赖度，对于打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跳出资源优势陷阱、实现绿色转

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综改区”设立以来，相应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始终是各项配套政策的首要任务。在一系列配套政策指导下，“综改区”紧

紧围绕产业转型，通过先进技术改造资源型产业、发展上下游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合理

图1 “综改区”配套政策的重点任务演进

Fig. 1 Evolution of the key tasks of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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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同时探索培育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鼓励资源向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技术产业

流动，促进产业高级化发展。产业结构层次化水平越高，现代服务业、新兴技术产业等

第三产业数量越多，其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应越大，对地区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

越强[3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a：“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带动其绿

色转型发展。

第二，“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来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一

方面，“综改区”相关的配套政策始终将创新能力的提升作为其改革的重点。“综改区”

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系统改革，享有“先行先试”、自主创新制度与政策的权力，

通过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组建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等一系列措施为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制度与政策条件。另一方面，创新

能力对资源型城市实现绿色转型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资源型城市

以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将被打破，基于扩大市场份额推动业务增长而导致

的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形得到缓解[39]，并且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发展与完善相适应的产业

结构，形成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比较优势，打通经济增长新通道[40]，从而推动本地区绿

色转型发展质量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b：“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来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2010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设立“综改区”，这

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环境。为尽可能满足实验设计的前提假设以及政策

效果检验的准确性，选取《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确定

的126个资源型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受限于莱芜市于2019年撤市设区并入济南市，毕

节市、普洱市、大兴安岭地区及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统计数据严重缺失，故最终选取其中

113个资源型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窗口为2006—2020年，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7—202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各设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主要采取插值法进行补齐。

2.2 模型设计

本文将“综改区”设立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将“综改区”所包含的10个资源型城

市（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晋中市、阳泉市、临汾市、运城市、晋城市、

长治市）视为处理组，其余 103 个资源型城市视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

“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此构造如下模型：

GTFPijt = β0 + β1DIDit +ωXit + ηUjt + ν j + μt + εit （1）

式中： i （i=1, 2, …, 113） 为城市； j （j=1, 2, …, 24） 为省份； t （t=2006, 2007, …,

2020）为年份；被解释变量GTFPit反映地区绿色转型发展质量，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来衡量；解释变量DIDit反映“综改区”设立的虚拟变量；Xit与Ujt 为控制变量，分别表

示可能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一系列地级市控制变量与省份控制变量； ν j

和 μt 为虚拟变量，分别控制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β0、β1、ω、η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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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项。

根据假说3a和假说3b，进一步验证“综改区”设立是否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提升创

新能力来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参考Beck[41]的做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GTFPit = β0 + β1DIDit + β2 DIDit × inter0i +ωXit + ηUjt + ν j + μt + εit （2）

式中：inter0i为交互变量，表示“综改区”设立之初的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

2.3 变量定义

2.3.1 被解释变量

绿色转型发展质量（GTFP）。大多数学者往往使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某

一地区发展质量的测度，其测度方法如索洛余值法、DEA-Malmquist指数法以及随机前

沿分析法，其仅将GDP等作为期望产出，而忽略了工业“三废”、PM2.5等非期望产出，

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产生误差，导致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

Chung等[42]通过将传统的Malmquist指数与方向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Malmquist-Luen-

berger指数（ML），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同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之中。为解

决ML指数形式上的非传递性及测度时存在线性规划无解的情况，Oh[43]在此基础上通过

引入全局方向距离函数并构造GML指数对GTFP进行测度。本文借鉴该方法，通过构

造 GML 指数对 113 个资源型城市的 GTFP 进行测度，测度软件为 MAXDEA 7 Ultra。

GML指数构造如下：

GMLt, t + 1( )xt, yt, xt + 1, yt + 1, bt + 1 =
1 + DG（xt, yt, bt）

1 + DG（xt + 1, yt + 1, bt + 1）

=
1 + Dt（xt, yt, bt）

1 + Dt + 1（xt + 1, yt + 1, bt + 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DG（xt, yt, bt）1 + Dt（xt, yt, bt）

1 + DG（xt + 1, yt + 1, bt + 1）1 + Dt + 1（xt + 1, yt + 1, bt + 1）

= ECt, t + 1 × TCt, t + 1

（3）

式中：x、y、b分别表示要素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向量；DG、EC、TC分别表

示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Dt表示方向性距离函数。

投入指标。（1）资本投入：选取人均固定资本存量表征，参考张军等[44]的做法，使

用永续盘存法 Kt = ( )1 - δt Kt - 1 + It 计算。以 2006 年为基期，对各资源型城市 2006—

2020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折旧率取9.6%）。（2）劳动投入：选取各资源型城市就业

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表征。（3）能源投入：选取各资源型城市人均能源消耗量表征。

产出指标。（1）期望产出：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征。以 2006年为基期，通过

GDP价格指数平减计算实际GDP。（2）非期望产出：选取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工业“三

废”排放总量表征。

2.3.2 核心解释变量

“综改区”设立（DID）。根据是否属于“综改区”所包含的资源型城市，设置虚拟

变量DIDit，如果城市 i在 t年成为“综改区”所包含的资源型城市，那么城市 i在 t年及

之后的年份中DIDit=1，否则为0。虚拟变量DIDit是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净效应，用以反映

“综改区”设立前后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响。由于“综改区”设立时间

为 2010年 12月，一个月时间难以落实“综改区”设立所带来的相关政策，因此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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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作为“综改区”设立的第一年。

交互变量（inter0）。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为交互变量。产业结构方面，参考干春晖

等[45]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

化 （Ts）。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表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Pld），计算公

式为：

Pld =∑i = 1

n
|

|
||

|

|
||
Yi Li

Y L
- 1 （4）

式中：Y表示总产值（亿元）；L表示总就业人数（万人）；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

数，取值为3。

创新能力方面，参考邓玉萍等[46]的做法，采用人均绿色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表征创新

能力（Zl）。

2.3.3 控制变量

推动地区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提升还受到如地区资源利用水平、环境质量、增长质

量等因素影响，本文在参考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基

础上，选择如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地级市层面的家庭生活用水量（Fwater，t/人）表征

资源利用；地级市层面的污水处理厂污水集中处理率（Pwater，%）表征环境治理；地级

市层面的 PM2.5 浓度 （PM2.5） 表征环境质量；地级市层面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Pbus，万人/辆）表征绿色生活；省级层面人均公共财政支出（Finresourse，亿元/万人）

表征增长质量；省级层面环保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征环境保护 （Environ-

ment，%）。此外，信息化水平决定着一个城市对外交往的密切程度，与外界交往越密

切，获得提升效率的可能性越大，越能推动本地区绿色转型发展，故选用省级层面年末

邮电业务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Ppost，%）表征信息化水平。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

软件为Stata 17.0。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3.1.1“综改区”设立与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首先考察了“综改区”设立能否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如表2所示，列 (1)

表1 变量说明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因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GTFP

DID

Fwater

Pwater

Pbus

PM2.5

Ppost

Finresourse

Enviroment

Obs/个

1695

1695

1695

1695

1695

1695

1695

1695

1695

Max

2.6683

1.0000

5.4122

4.8114

3.4840

5.8575

0.2544

1.9544

0.0659

Min

0.0191

0.0000

0.6001

0.0000

0.0000

1.2126

0.0152

0.0996

0.0003

Mean

0.9637

0.0590

3.7269

4.2672

1.6372

3.5550

0.0631

0.6489

0.0286

Std. Dev.

0.2364

0.2357

0.8398

0.5136

0.6146

0.5718

0.0420

0.3355

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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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4) 分别为未考虑相关固定效应、只考虑省份固定效应、只考虑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同

时考虑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其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

应，“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均显著为正，这与Cheng等[47]

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假说 1“综改区”设立能够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得以

验证。

3.1.2“综改区”设立与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阶段

上述回归结果只能反映样本期间内“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平

均影响，为进一步验证在“综改区”设立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是否具有阶段

性，本文参考曹清峰[7]的做法，将变量 DID 扩展为 10 个时间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成为

“综改区”设立的后1年、后2年、后3年以至后10年。具体结果如图2、图3所示，无论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以及无论是否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其系数都存在一个相同的变化趋

势，即2011—2015年其系数由正变为负，2015—2020年由负变为正，呈现一种“V”型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

变量

DID

Fwater

Pwater

Pbus

PM2.5

Ppost

Finresourse

Environment

Province

Year

Obs/个

R2

(1)

0.1727***(0.0295)

-0.0242*(0.0136)

0.1323***(0.0162)

-0.0464***(0.0116)

0.0162(0.0233)

0.6139***(0.1595)

0.0518***(0.0183)

-0.4377(0.2778)

No

No

1695

0.2684

(2)

0.0968***(0.0257)

0.0039(0.0127)

0.0505***(0.0126)

0.0099(0.0197)

0.0294(0.0226)

0.4080(0.4722)

0.0323**(0.0152)

-0.4997*(0.2775)

No

Yes

1695

0.4213

(3)

0.1836***(0.0088)

-0.0318**(0.0138)

0.1316***(0.0174)

-0.0483***(0.0146)

0.0246(0.0281)

0.6205**(0.2530)

0.0515(0.0339)

-0.4174(0.4136)

Yes

No

1695

0.2691

(4)

0.0982***(0.0178)

0.0024(0.0117)

0.0501***(0.0177)

0.0115(0.0192)

0.0381(0.0267)

0.5815(0.6010)

0.0311(0.0240)

-0.4974(0.4207)

Yes

Yes

1695

0.4218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图2 有无控制变量下的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及显著性情况

Fig. 2 Time dummy variable coefficient and significance of control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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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说明在“综改区”成立的背景下，随着政策实施的不断深入，其对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从一开始的抑制逐渐转变成促进作用，这与张国兴等[48]的研究结

论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政策实施成效对政策实施投入的滞后效应所致；另

一方面是由于在政策实施初期，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仍处于改善阶段，其对资源型城市

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假说 2“综改区”设立使得资源型城市绿色

转型发展产生存在先抑制再促进的阶段性特征得以验证。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综改区”设立这一政策的影响时，需要实验组和控制组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因此参考张跃[49]的做法，绘出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对比图来说明

“综改区”设立前后的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质量变化。平行趋势检验如图4所示：

（1）以图中2011年虚线为界，在2011年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绿色转型发展质量差异较

小，且如表 3所示，2006—2010年实验

组与控制组的均值差异并不显著，其变

化趋势基本平行，大体上均呈现上升的

趋势。（2）在2011年之后，实验组和控

制组绿色转型发展质量呈现不同的变化

趋势。在2011—2015年间，控制组绿色

转型发展质量表现为波动上升的变化趋

势，实验组表现为下降趋势。在2015—

2020年间，控制组与实验组绿色转型发

展质量均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并且在

2016年之后实验组绿色转型发展质量超

越控制组。综上所述，实验组和控制组

2011年之前不存在时间趋势差异，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

图3 PSM下有无控制变量的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及显著性情况

Fig. 3 Time dummy variable coefficient and significance of control variable under PSM

图4 实验组与控制组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趋势

Fig. 4 Trend of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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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利用PSM-DID方法修正样本选择性偏误

为了解决由样本选择所引起的自选择偏差，按照1∶1近邻匹配有放回抽样的方法，

利用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匹配结果如表4所示，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误差都

有显著减少，这表明匹配后实验内部的误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回归结果如表5所

示，变量DID的系数与未进行匹配前的符号相同且显著性水平一致，这表明“综改区”

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3.2.3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随机设置实验组进行安慰剂检验以查看估计系数分布是否依然显著。保持

“综改区”设立的时间不变，从113个资源型城市中任意选取10个城市作为新的实验组，

其余城市作为新的控制组，并利用新的样本重新估计式（1），由此可以完成1次安慰剂

检验。图5描述了进行1000次安慰剂检验的变量DID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其系数的估

计均值分布在零的附近，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小于表1列 (4) 估计出来的0.0982，这从

表3 单变量差异检验

Table 3 Univariate difference test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ML

控制组

Obs/个

103

103

103

103

103

Mean

0.7500

0.8010

0.8750

0.8740

0.9370

实验组

Obs/个

10

10

10

10

10

Mean

0.7380

0.8000

0.8780

0.8490

0.9360

两组样本比较

Mean Diff

0.0130

0.0010

-0.0030

0.0250

0.0010

表4 PSM匹配结果

Table 4 Matching results of PSM

变量

Fwater

Pwater

Pbus

PM2.5

Ppost

Finresourse

Enviroment

是否匹配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Mean

实验组

3.6363

3.6363

4.3136

4.3136

1.5681

1.5681

3.5959

3.5959

0.0658

0.0658

0.8083

0.8083

0.0291

0.0291

对照组

3.7357

3.6762

4.2627

4.3379

1.6439

1.5001

3.5511

3.6375

0.0628

0.0672

0.6334

0.7943

0.0286

0.0283

%bias

-12

-4.8

9.4

-4.5

-12.4

11.1

7.7

-7.1

7.1

-3.5

63.4

5.1

5.9

8.3

%reduct

bias

59.8

52.3

10.2

7.1

51.4

92

-40.3

t-test

t

-1.38

-0.44

1.16

-0.42

-1.44

0.96

0.92

-0.65

0.82

-0.28

6.16

0.49

0.60

0.73

P>t

0.167

0.658

0.247

0.674

0.150

0.339

0.359

0.519

0.412

0.776

0.000

0.624

0.549

0.465

V(T)/V(C)

0.93

1.19

1.29

1.99*

0.97

0.94

1.12

1.40*

0.92

0.75

0.30*

0.40*

0.4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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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表明“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

3.2.4 反事实检验

为减少其他发展战略及政策对资

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影响，将

“综改区”成立的时间分别提前 2 年

（DID2）、提前3年（DID3）、提前4年

（DID4）进行反事实检验。如表 6 所

示，将“综改区”成立时间分别提前

2年、提前3年和提前4年，“综改区”设

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无显著影

响，说明在“综改区”未设立时，“综改

区”设立的虚拟变量 DID 未对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提升带来任何影响，

这也从反面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

展的提升是来自于“综改区”的设立而

非由其他因素导致。

3.3 作用机制检验

为考察“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发展作用机制，依据假说 3a

与 3b，本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

与创新能力等方面对“综改区”设立对

资源型城市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行检

验，具体结果见表7。

如表 7 所示，列 (10) 中交互项

DID × Ts0i 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随着

产业结构高级化 Ts0i 分位数水平的提

升，其系数不断增加。这表明“综改

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

化来带动其绿色转型发展，且随着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综改区”设

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带动

作用不断增强。该结果与郭淑芬等[27]

的研究结论一致。列 (11) 中交互项 DID × Pld0i 的系数显著为负，且产业结构合理化

Pld0i 位于1%分位数处的城市在“综改区”设立后绿色转型发展质量提高了0.1649%，位

于 50%分位数处的城市在“综改区”设立后绿色转型发展质量仅提高了 0.1020%，而位

于 99%分位数处的城市在“综改区”设立后绿色转型发展质量反而下降了 0.0158%，总

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的资源型城市，在“综改区”设立

表5 PSM-DID稳健性检验

Table 5 PSM-DID robustness test

变量

DID

Controls

Province

Year

Obs/个

R2

(5)

0.1147***(0.0208)

No

Yes

Yes

1575

0.3768

(6)

0.1019***(0.0189)

Yes

Yes

Yes

1575

0.4013

图5 变量DID系数的分布（重复1000次）：

随机化实验组与控制组

Fig. 5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 DID coefficients (1000 replicates):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versus control groups

表6 反事实检验结果

Table 6 Counterfactual result

变量

DID2

DID3

DID4

Controls

Province

Year

Obs/个

R2

(7)

0.0737(0.0341)

Yes

Yes

Yes

1695

0.4181

(8)

0.0633(0.0402)

Yes

Yes

Yes

1695

0.4169

(9)

0.0492(0.0486)

Yes

Yes

Yes

1695

0.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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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提升幅度更大。究其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往往意味着产业协

同发展，其产业附加值的增长速度会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而下降，使得产业结构

合理化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再明显，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

此，“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来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综

上所述，“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来带动其绿色转型发展，

假说3a得以证明。

列 (12) 中交互项 DID × Zl0i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且随着创新能力 Zl0i 分位数水平

的提升，其系数不断增加。这表明“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来

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与郭俊华等[50]和Zhao等[5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且随着创新能力的

不断提升，“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假说3b得

以证明。

3.4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影响因素检验

前文研究发现，“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提升创新能力来推动资源型

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使之产生先抑制再促进的阶段性特征。也有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绿

表7 机制分析

Table 7 Mechanism analysis

变量

DID

DID×Ts0

r1DID+r2DID×Ts0

Ts0 1%分位数处结果

Ts0 50%分位数处结果

Ts0 99%分位数处结果

DID×Pld0

r1DID+r2DID×Pld0

Pld0 1%分位数处结果

Pld0 50%分位数处结果

Pld0 99%分位数处结果

DID×Zl0

r1DID+r2DID×Zl0

Zl0 1%分位数处结果

Zl0 50%分位数处结果

Zl0 99%分位数处结果

Controls

Province

Year

Obs/个

R2

(10)

0.1485***(0.0189)

0.1142***(0.0129)

-0.0498**(0.0239)

0.0910***(0.0178)

0.2004***(0.0216)

Yes

Yes

Yes

1695

0.4226

(11)

0.1763***(0.0271)

-0.0356***(0.0073)

0.1649***(0.0253)

0.1020***(0.0181)

-0.0158(0.0249)

Yes

Yes

Yes

1695

0.4221

(12)

0.0575***(0.0196)

0.4938**(0.1998)

0.0592***(0.0592)

0.0876***(0.0168)

0.2946***(0.0873)

Yes

Yes

Yes

1695

0.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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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转型发展同样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52]，其形成的原因可能是资源型城市为了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开采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城市绿色转型发

展。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显现，资源型城市在发展经济同

时开始注重资源集约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城市绿色转型。基于前文“综改区”

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为了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以

及创新能力是否会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呈现先抑制再促进的阶段性特征，进一

步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影响因素进行门槛检验。参考Li等[53]做法，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GTFPit =ф0 +ф1THit × I(THit < γ1) +ф2THit × I(γ1 < THit < γ2)

+ф3THit × I(THit > γ2) +ωXit + ηUjt + ν j + μt + εit

（5）

式中：TH代表门槛变量，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创新能力；

ф0 、 ф1 、 ф2 、 ф3 为待估系数；I( · ) 代表指示函数，当括号中表达式为真时，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0。根据门槛变量 TH 是否大于门槛值 γ1 与 γ2 ，将样本区间划分为三个区

制，且三个区制分别采用斜率值 ф1 、 ф2 与 ф3 进行区别。

当绿色转型发展质量（GTFP）为被解释变量，对 113个资源型城市门槛变量TH不

存在门槛值、存在一个门槛值以及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进行估计，参考Hansen[54]的“自

助法”，运用State 17.0统计软件，通过反复抽样500次从而得出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

判断是否存在着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8。

由表8估计结果可知：当 Ts 、 Pld 及 Zl 分别为门槛变量时，分别有1个、1个及2个

门槛值。根据似然比函数图检验结果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能

力的门槛值都是真实有效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能力的似然

比函数图见图6、图7。

3.4.1 产业结构高级化

由表9列 (16) 可知：当 Tsit < 0.3853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响

系数为-0.0455，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当 Tsit > 0.3853时，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响由负变正，对应的系数为0.1019。究其原因，在

产业结构高级化处于低水平时，高新技术产业与绿色环保产业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其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作用有限，甚至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存在污染环境的现

表8 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能力门槛效果显著性检验和置信区间

Table 8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ignificance test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of innovation ability threshold

门槛变量

Ts

Pld

Zl

门槛数

单一

单一

双重

F值

26.11

43.65

51.48

P值

0.0300

0.0020

0.0000

10%

18.3985

20.1114

19.2547

5%

23.4630

23.4443

21.8907

1%

31.9401

32.4306

30.4735

门槛值

0.3853

2.2521

0.2002

0.4634

95%置信区间

(0.0805, 0.3955)

(2.2291, 2.2550)

(0.1970, 0.2025)

(0.4566, 0.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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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9]。与此同时，资源型产业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资源型城市绿色

转型发展产生抑制影响。随着高新技术产业与绿色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资源型产

业占比的逐渐缩小，高效益与低污染的生产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使得产业高级化对资源

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4.2 产业结构合理化

由表9列 (17) 可知：当 Pldit < 2.2521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

响系数为-0.0184，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当 Pldit > 2.2521时，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响由负变正，对应的系数为 0.0217。究其原因，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处于低水平时，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通常为低效益、高污染的资源

型产业。随着资源型产业地位的下降，不同生产要素得以有效配置，人口、资源与环境

之间得到良性发展，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少，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对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4.3 创新能力

由表9列 (18) 可知：当 Zlit < 0.2002时，创新能力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图7 创新能力双门槛估计结果

Fig. 7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novation ability double threshold

图6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单门槛估计结果

Fig.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single threshold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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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4；当 0.2002 < Zlit < 0.4634时，创新能力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影响有所减小，对

应的系数为0.5564。当 Zlit > 0.4634时，创新能力对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推动作用进一步

减弱，对应的系数为0.2271。究其原因，随着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创新成果的成功

转化，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能耗产业将迅速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

型发展；而当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至一定程度，由于产业结构转换较创新能力提升的滞

后性，没有合适产业结构支撑其创新生产，使得创新能力对其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

有所减弱。

综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存

在门槛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解释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呈现先抑制再促进

阶段性特征的原因。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

估计了“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主要结论

有：（1）“综改区”设立显著提高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质量，提高了约9.82%，这

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综改区”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呈现先抑制再

表9 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能力为门槛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9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were based on the threshold variabl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变量

门槛变量

门槛值

第二个门槛值

Fwater

Pwater

Pbus

PM2.5

Ppost

Finresourse

Environment

Tsit × I (Tsit < γ)
Tsit × I (Tsit > γ)
Pldit × I (Pldit < θ)

Pldit × I (Pldit >θ)

Zlit × I (Zlit < τ1)
Zlit × I (τ1 < Zlit < τ2)
Zlit × I (Zlit > τ1)
R2

Obs/个

(16)

Ts

0.3853

-0.0347**(0.0161)

0.1410***(0.0159)

-0.0598***(0.0135)

0.0237(0.0251)

0.5480***(0.1723)

0.0642***(0.0210)

-0.3639(0.2772)

-0.0455*(0.0270)

0.1019*(0.0526)

0.2579

1695

(17)

Pld

2.2521

-0.0310**(0.0155)

0.1201***(0.0153)

-0.0452***(0.0127)

0.0272(0.0247)

0.4766***(0.1524)

0.0619***(0.0204)

-0.5603**(0.2664)

-0.0184(0.0130)

0.0217**(0.0088)

0.2842

1695

(18)

Zl

0.2002

0.4634

-0.0214(0.0146)

0.0920***(0.0132)

-0.0197(0.0133)

0.0314(0.0229)

0.3838**(0.1628)

0.0515(0.0192)

-0.4034(0.2809)

1.1474***(0.1314)

0.5567***(0.0629)

0.2271***(0.0437)

0.3395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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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与产出对投入的滞后效应有关。（2）“综改区”设立

能够通过提升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与创新能力来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

展，且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表现出较大差异。（3）产业结构高级化、

合理化与创新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存在门槛效应，可以进一步解释资源型城市绿

色转型发展阶段性的原因。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资源型城市绿色

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先抑制再促进；创新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

作用表现为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

4.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对于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具有如下启示：（1）继续推

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政策体系建设，确保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性。政府应进一步推动中

国制度创新和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建设，发挥“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建立相适应的监

督、协调和改进机制，并定期评估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绩效，及时反馈和调整，以确保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性。（2）推广成功经验，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借鉴

“综改区”设立的成功经验，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扩大此类区位导向性政策的覆盖范围，增

强其余资源型城市对于绿色转型发展的认识，并引导生产要素由资源型产业向非资源型

产业流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与改善创新能力，

提升地区绿色发展质量。（3）结合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存在

的规律，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来推进绿色转型。在转型初期应根据自身产业结构特点，

采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发展上下游产业，拉长产业链条，促进产业结构合

理化发展；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创新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应将发展重点转移至现代

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还应重视对支撑创新生产的产业结构培育，以免弱

化创新能力对地区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

本文以“综改区”设立作为外生动力，探究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以及转型

过程的影响，但依然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有待拓展。从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两个维度

探讨“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未来可从生态环境质量、

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民生改善等更多维度探讨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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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location-oriented policies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Zone"

in Shanxi as an example

LIU Xiu-li1, LI Wen-tao1, GUO Pi-bin2, SHEN Jun1, XIONG Rui1, CUI Jing1, JIA Xin-chi1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cs,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hanx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orming resource-based cities (RBCs) is vital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location- oriented policies on urba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Within this

scope, th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Resource- Base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Reform Pilot Zone (CRPZ) in Shanxi province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aking

the CRPZ in Shanxi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ssesses the impact of location-

oriented policy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GTD) of RBCs by selecting

sample data from 113 RBCs. Of these cities, 10 within the CRPZ serve as the processing group,

while the remaining 103 cities act as the control group. Specifically, the 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 index (GML) is propos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GTD in RBCs, and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 model is adopted to examine the policy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the

CRPZ.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RPZ improves the GTD of RBCs, initially showing an

inhibitory effect followed by a promotional effect. Mechanism verification reveals that the

CRPZ enhances the favorabl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advanced and rationaliz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n

the GTD of RBCs further explain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GTD of RBCs.

Keywords: location- oriented policies; resource- based cities;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omprehensive Reform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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